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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

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

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

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

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

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

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

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

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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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农业问题的核心［1］。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不

仅阐述了土地国有化的“社会必然性”，而且进一步指出“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

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

化”［2］65。20 世纪 70 年代末，自发性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正式获得国家立法承认，农村土地从集

体经营生产转向家庭独立组织生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但到 21 世纪初

期，耕地细碎化与农村原子化的加剧逐渐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阻碍。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2. 3 亿户农户户均耕地不到 8 亩①，经营耕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

农户占比仅为 1. 92%，远未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目标②。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质在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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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动员—参与’协同机制研究”( 21CZZ017) ，项目负责人:

郑永君。
作者简介: 郑永君，男，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 张茜，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显示，全国农户为 2. 3 亿户，耕地面积为 134 921 千公顷。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显示，2016 年，全国农业经营户为 20 743 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

户 398 万户。农业经营户指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未普查港澳台) ，从事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

业的农业经营户。规模农业经营户指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100 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

上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50 亩及以上的农业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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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集约化，降低劳动集约化，用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提高农业有机构成［3］。因此，2014 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

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同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再次要求“构建家庭经营、集
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有效带动小农户发展”。
202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把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带动好小农户。那么，农地规模化经

营为何会发展迟缓? 为什么有的农地规模化经营能够成功，而有些则走向失败? 其背后的运作

逻辑为何? 如何从学理意义上阐释其内在的因果机制?

对此，学界主要围绕适度规模、经营绩效、模式与制度性反思等对农地规模化经营展开研

究。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涉猎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

种是内部经营影响论，该类观点认为经营主体的管理方式显著影响经营成效。黄宗智指出农业

产业的特殊性导致农地规模化经营中容易出现激励和监督问题，再加上土地租金和雇工成本增

加，降低了经营主体的利润，从而导致规模经营不畅［4］。周飞舟和王绍琛认为农地规模化经营

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利益动机［5］。而孙新华和吴楠进一

步指出了关系化用工对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以及帮助规模经营主体摆脱嵌入困境方面的重要

性［6］。第二种是外部环境制约论，这类观点强调“经营之外”的问题对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制

约。刘倩指出社会联结紧密的村庄较容易达成集体共识，从而有利于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7］。陈航英以乡镇资本化农场培育失败的案例为

基础，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透过连属家庭经营、利用乡土性社会准则这两种方式，建立起自

身发展的社会基础［8］。黄增付指出农地规模化经营中集体产权和社区产权的变迁制约其经营

成效，集体产权需对村庄外部开放，打破村庄集体产权的相对闭合状态，同时引入社会资本，才

能扩大土地的经济产出［9］。第三种是双重驱动论，认为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是由内外因素共同

决定的。徐宗阳指出笼统讨论资本下乡的动机、农业产业的特殊性以及监督困难并不足以充分

说明农地规模化经营为何失败，企业与村庄乃至更大范围内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才是影响其能

否成功的重要因素［10］。孙新华和冷芳认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成功与否是农村社区、地方政府和外

来资本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社区的内在驱动力构成了基础的内因，地方政府和外来资本则是

重要的外因［11］。

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一定局限性。第一，已有研究虽然分析了

影响经营主体嵌入乡土社会的内外因素，但没有从理论上考察嵌入的框架问题; 第二，现有研究

主要为单案例的即时性研究，缺乏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对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进行整体性探讨

和类型学分析; 第三，现有少量研究虽然指出了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对农户组织化程度以及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但没有深入探讨这种联结程度对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具体影响; 第四，

当前研究尽管关注了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对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制约，但尚未专门研究由经

营主体来源与村庄社会联结程度组合而形成的不同农地规模经营类型在嵌入乡土社会时，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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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自治主体的响应策略与逻辑。

事实上，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嵌入性问题是复杂的，需要从系统上、框架上进行专门研究。鉴

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并通过引入村庄整合度

这一变量，将村庄整合度与经营主体来源放置在一个框架下进行综合考察，提出“嵌入—响应”

分析框架; 二是通过区域比较，考察经营主体来源与村庄整合度之间的耦合度对经营嵌入性的

影响; 三是通过对村庄进行解构分析，阐释村干部和村民两大自治主体在不同农地规模经营类

型下的响应策略与逻辑，从而深入揭示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

2 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嵌入—响应”分析模型

农地规模化经营在实践中包含资本嵌入村庄和村庄回应资本两个基本过程。资本嵌入与

村庄回应的复杂互动形塑出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嵌入性。基于此，本文将从资本和村庄两大主体

的视角构建基于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关联性分析框架。
2. 1 从嵌入性到经营嵌入性的理论回顾与概念提炼

波兰尼为辨别历史上经济和市场在社会中的位置变化，率先将“嵌入”引入社会经济学并提

出“嵌入性”的分析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行动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在

非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生活以互惠的方式为主，嵌入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但当市场经济进

入特定场域后，人们往往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12］58。格兰诺维特则强调微观层面的社会

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认为经济活动应被视为人际互动的过程，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

从事交易的必要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13］6。嵌入性视角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关

注并成为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乌兹在此基础之上深入研究嵌入性强度与企

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首次提出嵌入悖论学说［14］，将嵌入研究从理论框架拓展为一个有实践意义

的命题。随着嵌入性理论迅速发展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中国本土，嵌入性被

用来考察威权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5］。因此，有学者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框架之下提出

了治理嵌入性的分析概念，用以说明行政、市场和社群的不同嵌入策略对治理绩效的影响［16］，但

是该概念主要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不同治理主体对创新政策的影响，无法解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资本主体如何处理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近年来又有部分学者尝试将嵌入性与乡土

社会相联系，探究农地规模化经营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有效地嵌入乡土社会以降低生产成

本，但始终未能归纳出一个能够回应该问题的总括性概念。“经营嵌入性”这一分析性概念由此

提出，它是指农地规模化经营主体嵌入乡土社会时因其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受制于乡村社会内

部的结构、文化、利益等一系列因素而采取的不同嵌入策略，以动态性调节自身经济行动，达致

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它是衡量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经济行动在乡土社会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尺。

其中，经营是目的，嵌入性则是实现经营目的的一系列策略的集合。

那么，我们可以从哪些维度来衡量经营嵌入性呢? 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划分为关系嵌入和

结构嵌入［17］，但有学者认为市场主体还面临着政治嵌入、认知嵌入和文化嵌入等多重嵌入关

系［18］。结合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本文认为经营主体在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会与乡村

社会中的自治主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经营嵌入性应主要包括生产嵌入、利益嵌入、关系

嵌入和文化嵌入四个方面的内容，分别用来衡量经营行为对村庄社会资源的依赖程度、经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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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与乡村利益的联结程度、网络关系对经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状况、经营主体对乡土伦理的内

化程度。本文认为，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利益联结程度越强、人际关系契合度越深、伦理文化内

化程度越高，则经营嵌入性越强，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就越好，反之亦然。鉴于任何市场

主体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均面临内部经营条件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双重制约，本文将从内部经营嵌

入和外部环境嵌入两个方面对经营嵌入性概念进行分析，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涉及生产嵌入

和利益嵌入，外部环境嵌入主要涉及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
2. 2 村庄整合度与乡土主体的响应策略

社会整合概念首先被涂尔干提出并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强调道德和集体情感在维系社会

团结中的作用［19］。奥勒姆指出社会整合是“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

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的过程”［20］114。在此基础上，程士强提出社会整合度的概念，用

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高度的社会整合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个人

对群体的积极参与、社会成员对权责的普遍履行和社会秩序的成功维持［21］。徐勇则用乡村整合

的概念描述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22］5。借鉴和整合不同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提炼出村庄整

合度的概念，用以衡量村治场域内村民与村民之间相互联结的程度，具体可以从排他性和集体

行动力、利益共享程度、村干部权责对等情况三个维度进行衡量。

在整合度较低的村庄，个体利益导向的策略性行为往往不能受到有效约束，尤其是在个体

与集体互动时，这种策略性行为更为常见。因为集体契约的履行和集体秩序的维持涉及的主体

更为复杂多元，所以更难形成合力［21］。因此，在村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仅是个人而没有集体，

只有利益而没有政治［23］。一般而言，这种低整合度的村庄通常易于接纳外来群体，表现出较高

的包容性，而这种包容性又进一步强化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原子化”程度，致使村民缺乏参与公

共活动的动力并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政治行动”［24］2。此外，这种私人化的小农经济和零碎化的

社会关联导致村“两委”及村干部缺乏权威，他们既不会成为称职的代理人，更不会成为称职的

当家人［25］，村干部权责失衡则进一步割裂干群关系，村庄秩序通常难以达到治理预期。因此，本

文认为对外排他性和集体行动力越弱、利益共享程度越低、村干部权责失衡越严重，则村庄整合

度越低。

反之，整合度较高的村庄大多为宗族型村庄，村民通常聚族而居，村庄内部高度凝聚与整

合，在共同祖先的庇护下村民之间结成情感共同体。因此，村民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一定的一

致行动能力，对外村人具有天然的“距离感”和“排斥性”［23］，这种排斥在韦伯意义上是一种“社

会封闭”，即特定共同体对共同体之外试图进入该共同体人员的阻隔［26］43－46。由于“规约日常实

践的不是法律而是其他权威”［27］86，“乡村的逻辑将村民们编织入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家族邻里

的网络之中”［28］，持续的关系互动增进了彼此的熟悉感与信任感，进而容易产生利益的共容性，

更能够激发村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利益主体之间的正和博弈促使村“两

委”及村干部在“社会激励”的滋养下对集体目标的责任、村庄公共利益的最优化以及个人声誉

的维系通常大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由此可能呈现“在亲密的血缘型村庄社会，商业是不能

存在的”景象［29］93。因此，本文认为对外排他性和集体行动力越强、利益共享程度越高、村干部

权责对等，则村庄整合度越高。

可见，高整合度村庄的复杂情境需要经营主体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应对或消弭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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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带来的潜在风险，从而增加资本嵌入的难度，进而导致农地规模经营受挫甚至失败。反之，

在低整合度的村庄，经营主体面对的是一种较为简单的社会情景，因而其嵌入难度也相对较小。

需要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村庄整合度不同于村庄社会结构。村庄社会结构是一个中层

理论，涵盖的范围更广，通常包括地域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等。而村庄整合度则聚焦微观

层面的分析且研究的是同一区域内村庄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因此不能将二者等同。
2. 3 资本嵌入与村庄响应的分析框架

农地规模化经营能否顺利开展除受村庄整合度影响以外，还受经营主体来源的制约。在工

商资本的经营实践中，“外来”资本在与乡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常比“家庭经营”面临更高的嵌

入成本［10］。鉴于此，为更好地说明不同经营主体的嵌入策略与嵌入难度，本文在借鉴既有经验

表达的基础之上，将资本的来源划分为两类: 一是外来性; 二是内生性。其中，外来性是指工商

资本并非内生于村庄社会内部，而是由外地人( 非本地户口) 自主流转土地或由政府引进来对土

地进行集中经营的现象。而内生性的经营资本则生发于乡土社会内部，是本村中的“政治能人”

或“经济能人”基于特定的目的在熟人社会圈内自发性地组织土地流转并进行规模化经营的经

济行为，类似于徐宗阳所说的“家庭经营”，即由村域边界内的村民组成的“大家庭”来集中经营

土地的现象。那么，不同资本来源对经营嵌入性有何影响? 不同经营主体的响应策略怎样? 为

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资本嵌入—村庄响应的解释性分析框架( 图 1) 。

图 1 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关联性分析框架

在农地规模化经营过程中，囿于乡土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乃至隐藏于其下的社

会结构［10］，无论是外来经营主体抑或内生经营主体，都需要在具体的村庄场域中寻找生产嵌入、

利益嵌入、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之间契洽共存的嵌入策略，通过构建或调适多重嵌入策略，争取

村庄的成员身份以获取行动的“情境合法性”［30］，从而夯实经营嵌入性的社会基础，助推农地规

模化经营顺利运转。那么，当经营主体嵌入村庄后，村庄是否会利用各种策略和技术融入自己

的目的和意图呢? 又会选择怎样的响应策略呢? 本文认为，在高整合度的村庄，村干部作为“保

护型经纪”，通常以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出发点，因而能主动接受村民意志的输出并尊重

其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从而使村民具有较大的自主参与空间与更强的议价能力; 而在低整合度

的村庄，村干部通常扮演“赢利型经纪”或“行政型经纪”，他们为应对自上而下的多方政策和行

政指令构成的任务环境，往往以经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为出发点，强制村民流转土地，以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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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类型及其典型实践案例

在定性研究中，虽然熟知一个个案可以显著地增进个案内分析［31］11，但与单案例相比，多案

例的比较研究则更有利于对案例研究的问题进行完整的理论阐释。为更好地说明不同农地规

模化经营类型的嵌入策略以及这些嵌入策略对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案例村

庄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均开展过农地规模化经营且产生了不同的经营绩效; 第二，符合本

文对不同农 地 规 模 化 经 营 类 型 的 概 念 界 定; 第 三，考 虑 到 案 例 选 择 的 最 大 相 似 与 相 异 原

则［32］19－20，所选案例均属于中部经济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广大农耕地区的农地规

模化经营实践，而且在适当控制政策环境、经济基础等外部条件变量的同时得以有效化解案例

比较的内生性问题; 第四，案例村庄均为笔者长时段蹲点调研的村庄，积累了大量详实的数据和

文本等资料。按照以上标准，本文选取赣北彭泽县 D 村、赣南于都县 H 村、鄂南公安县 Y 村和 C

村三地四个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调研和深入剖析，展现下乡资本来源与村庄整合度间的耦合度差

异所形成的不同农地规模化经营类型及其实践( 表 1) 。

表 1 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类型划分

经营主体来源
村庄整合度

高整合度 低整合度

内生性 协同型 重塑型

外来性 悬浮型 谋利型

3. 1 协同型

协同型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内生性经营主体与高整合度村庄的耦合，其经营目的是实现下乡

资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之间的协作共赢，是内生资本与村干部、村民良性互动形成的最

为理想的经营类型。

D 村位于彭泽县 H 镇北部，全村面积 10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2 765 亩，共有 575 户 2 393 人，

主要为朱姓村，村庄宗族意识很强。D 村在发展产业前，村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盈利甚

微。现任村党支部书记 ZJX 是本村人，1995 年曾在村里任职，2002 年底迫于生活压力辞职外出

打工。务工期间他经常利用空余时间走访江苏常熟的农村，两地的悬殊使他认识到分散型农业

难以形成气候，D 村缺乏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的自组织契机。鉴于此，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ZJX 主动回村与村民共同经营规模化产业。在该背景下，得到村民认可和支持的 ZJX 于 2008 年

成功当选村主任，后又于 2013 年顺利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2016 年上半年 ZJX 争取到县里的 20 万元扶贫资金，打算利用靠近城郊的区位优势，从农户

手里流转土地种植蔬菜，但在流转土地搞蔬菜试种时，几位贫困户并不放心将土地流转给村集

体。在这种情况下，D 村党员干部便自发性地以个人身份主动入股，ZJX 和村干部则对那些不愿

意流转土地的农户进行思想动员，并承诺按照 1 000 元 /户的标准向流出土地户支付保证金，实

现收益后将立即完成剩余流转费用兑付，此外还安排贫困户务工以保障其因流出土地而缺失的

经营性收入。作为配套性的制度安排，ZJX 争取到彭泽县扶贫办对贫困户和合作社的“以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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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政策支持，如贫困户在合作社务工收入达 5 000 元，由财政给予 2 500 元奖励; 合作社在带动

贫困户就业时，若运行成本超过 10 000 元即由财政给予 5 000 元作为支持。

ZJX 和村干部的动员得到普通农户的积极响应。其中，包含怀有疑虑的几户在内，全村 35

户贫困户不仅均与村集体达成为期 9 年的流转协议，双方还约定流转土地建造大棚时将每亩

200 元的年租金提高到每亩 500 元。在此基础上，35 户贫困户通过申请扶贫贷款主动入股合作

社，合作社则免费为他们提供蔬菜种子、培训以及销售服务。自 2017 年 12 月全村 35 家贫困户

领取蔬菜种植产业扶贫第一期分红( 每户根据实际情况分红 500～1 000 元不等) 以来，已经连续

4 年拿到分红，合作社的综合收入亦超过 40 000 元。

3. 2 重塑型

重塑型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内生性经营主体与低整合度村庄的耦合，乡村内生精英以获取经

济利润为行动导向、以行政化村庄治理为屏障、以村民的乡土伦理观念为规约，试图通过农地规

模化经营重塑村庄社会结构，强化“村治”主体地位。

Y 村是公安县 B 镇下辖的贫困村，以传统种植结构为主，村民为谋生计纷纷外出务工，在加

剧村庄“原子化”的同时亦滋生了大量撂荒地。为此，2008 年村民小组长 FJX 计划带领村民成

立土地合作社。但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与其意见相左，便借合村并组为由撤去 FJX 组长

一职，并指派社会关系资源丰富的另一人担任组长。此举并未抑制 FJX 的经营热情，卸任后的

他仍继续劝说并流转村民土地，口头承诺不仅按照 500 元 /户的标准代缴提留欠款①，且每年会

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支付确权后的土地补偿费，最后超 70%的村民都表示愿意将闲置土地流转给

FJX。作为回应，村党支部书记拒绝为 FJX 开具其办理合作社所必需的住所使用证明以及土地

流转手续，并动员他把土地流转给村委会，却被一口回绝。鉴于此，2017 年村党支部书记通过调

地和施压，以 0. 5 元 /m2 的价格流转了村里大片土地后，与当地乡镇干部共同成立了果木股份合

作社，但经营期间并未与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所用劳动力亦多为与乡镇或村干部有关系的

外地人。

土地确权以后，果木股份合作社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亩面积补齐农户差价，导致入社

农户不仅没有得到相应补贴，更丧失了分红的权利。对此，FJX 和流出土地农户极为不满，FJX

便出资 5 万元又承包了部分土地，通过雇佣本村劳动力的方式经营养鸡场和芝麻园，并承诺收

益后大家均有所得，如果亏损则由自己承担。在实际运行中，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 FJX 根本无

法获取国家补贴和实现自主盈利，每年只能将土地产出的芝麻榨成香油分送给流出土地的农

户。村党支部书记认为 FJX 此举打乱了果木股份合作社的规划，随即指派新任组长带人两次围

攻 FJX 以及相关农户，双方大打出手及至报警，但在流出农户的劝说下，FJX 只好不再追究此

事。目前，由村党支部书记牵头成立的合作社成了“皮包公司”，村民敢怒不敢言，而由农业大户

FJX 组织的自主性规模经营反而发展得更好。

3. 3 悬浮型

悬浮型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外来性经营主体与高整合度村庄的耦合，由于高整合度村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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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村集体认同与自我组织能力，外来性经营主体与村两委、新乡贤之间一旦无法达成有效

联结，农地规模化经营就会被悬置于村集体与村民之上，无法实现协作共赢。

H 村是于都县 L 镇下辖的一个村庄，共 165 户 645 人，以陈、李二姓为主，包括 5 个村民小

组，其中 3 个村民小组在集体化时期同属一个生产大队，村民认同感极强。2021 年该县推行“五

美乡村”建设活动，H 村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被 L 镇遴选为示范点，但示范点建设核心区仅涉及

3 个村民小组。为推动“五美乡村”建设，成立了由 3 名小组长和 4 名普通村民组成的理事会，7

名成员均为各房支的权威人物，不仅能做通本房人的思想工作，还能有效说服不合作的村民。

示范点建成后，当地政府引入企业老板 WZB 前来 H 村流转土地以开发旅游业，但遭到该村下辖

3 个村民小组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 H 村的“土地、房屋、河流等资源都是陈姓和李姓的”。

此后，出生于 H 村但户口已外迁的另一企业老板 CH，凭借其在村内的特殊关系以及长期积

累的人脉，便联合几位村民成立了水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最先呈现在合作社面前的是大多数

村民拒绝入社的现实困境，对此 CH 通过为合作社设置理事会并将“五美乡村”建设理事会的 2

名权威人物纳入其中并藉此打点村庄人际关系，村干部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在几名理事会成

员的带头和说服下，号召 95%的村民与合作社达成了入股合作的口头协议。

当前合作社经营的范围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餐饮服务，即搭建几个蒙古包用以发展餐饮，

经理和厨师均由 CH 从外地聘请，仅有几名依托亲属关系加入的本地杂工，前述人员均可拿到固

定的月工资; 二是旅游服务，合作社购买了几条游船放置在梅江上，开船的均为本村村民，通过

“基本工资+提成”的方式从中获益。但除了节假日前来旅游的人并不多，入不敷出的 CH 毁弃

了与村民间的口头协议，导致其与村委会、村民间的关系紧张，随后爆发的“锁门事件”进一步加

剧了下乡资本同理事会成员间的关系张力，合作社现在处于“悬浮”发展境况。

3. 4 谋利型

谋利型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外来性经营主体与低整合度村庄的耦合，外来性经营主体依靠自

身捕获市场和资本的双重优势，试图通过政府扶持性政策在农地规模化经营中谋取非农项目收

益和政府补贴收益。

公安县 B 镇 C 村是传统农业村庄，共有 8 个村民小组，因劳动力外流严重，大量耕地撂荒，

群体责任感很弱。2017 年下半年，县政府为将闲置土地转置为发展资本，积极引导全国五百强

TW 公司下乡投资，并要求 C 村全力配合该公司对村内的 3 000 余亩土地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

期间，村委会与 TW 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按照 1 元 /m2 的标准向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

用，村委会则按照 0. 12 元 /亩的标准收取管理费。

为响应上级政府安排，C 村村主任率先将自家 590 亩土地流转给 TW 公司，由该公司成立土

地股份合作社。在村副主任的组织动员下，2018 年全村 4 777 亩土地全部入社，TW 公司也与入

社村民签订条款相对简单的正式合同，并承诺会严格遵照执行，村民虽不满但由于缺乏自组织

的行动能力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该公司进行土地整理时，却拒绝支付村民青苗补偿

费，擅自将农田“非粮化”，转而发展经济效益更高的稻虾种养产业。由此引致部分村民上访，村

委会只得以水田每亩 500 元、旱地每亩 300 元的价格将集体管理资金全部拿来补偿农户青苗损

失，从而引发村级财务危机。2019 年，排斥本地劳动力的 TW 公司又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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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强行征用 590 亩土地用于扩大经营规模，而且再次违背合同约定并拒绝支付土地流转费和青

苗补偿费，导致村、企、民三者关系进一步紧张。

2019 年底，TW 公司以企业亏空为由拒绝给村民分红，再次导致村民信访，但上级政府以各

种理由搪塞村民。村委会更是无能为力，陷入上下夹攻的“三明治”困境。C 村最终也由产权制

度改革全镇第一名没落为最大的负债村。

4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资本嵌入策略

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成功抑或失败的社会基础，经营嵌入性越高，则农地规模化

经营成效越好。资本在嵌入当地乡土社会时，面临两个维度的嵌入难题: 一是内部经营的嵌入，

包括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 二是外部环境的嵌入，包括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

4. 1 内部经营的生产嵌入与利益嵌入

资本的内部经营嵌入指的是资本进入经营管理层面后，将生产用工、利益分配等环节嵌入

当地的村庄社会结构中，用以解决经营过程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主要包括生产嵌入和利益嵌

入两方面。

生产嵌入是指规模化经营主体对村庄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利用和依赖程度，是经营主

体将生产用工环节嵌入当地的内生交换市场，尤其强调经营主体对本地劳动力资源的吸纳。以

D 村为例，在“以奖代补”的政策激励下，作为内生性规模经营主体的村党支部书记在蔬菜种植

过程中完全倾向于本地化用工，包括翻土施肥、虫害防治、大棚通风等田间管理环节均雇用本村

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在实现村民增收的同时有效激发其生产积极性，适度化解了农业生产中因

监督不力而引致的“磨洋工”难题。相形之下，同样作为内生性规模经营主体的 Y 村党支部书记

在果木修剪、种植支撑、蔬果套袋等养护管理环节所雇劳动力多为与乡镇或村干部有关系的外

地人，在抬升劳动监督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加剧合作社运营的“非粮化”趋势。

利益嵌入则是规模化经营主体与乡村社会的利益联结及共享程度。同样以 D 村为例，蔬菜

种植合作社借助高频的利益交换来扩散组织声誉和实现整体互惠。具体表征为以下两方面: 一

方面，合作社将土地年租金从 200 元 /亩提高到 500 元 /亩，有效降低土地租值耗散的同时增加了

农户群体的财产性收益; 另一方面，借助入股分红机制，合作社已经连续 4 年为入股的贫困户发

放 500～1 000 元不等的红利。此外，合作社还将生产经营以及关联其间的利益互惠网络投射到

流转户之外的村庄整体，通过为村民提供种子、技术以及回收蔬菜成品，将更大范围的农户整合

到蔬菜经营的利益分配链条中来，促进合作社与村民的互利共进。

4. 2 外部环境的关系嵌入与文化嵌入

在发展经济学家看来，传统农业生产不仅是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

式［33］313。由此观之，内部经营生产层面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农地规模化经营主体能够在村社

场域顺利开展运营，其实际运行绩效还受到外部村社环境的制约并在此过程中产生“经营之外”

的问题。为应对“经营之外”的问题，下乡资本通过关系维护和文化遵循来增强自身与外部村社

环境的关联并藉此助推规模化经营的顺利运转。可见，外部环境嵌入主要包括关系嵌入和文化

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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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嵌入是指经营主体与村“两委”、村民的人际关系情况。在 H 村和 C 村案例中，经营主

体的行动逻辑与所嵌村庄惯习之间存在张力，由此引致的关系失调进一步侵蚀了农地规模化经

营的社会基础。其中，H 村引入的外部经营主体 CH，因其出生于村内陈姓家族而获得入场的初

始合法性，但经营过程中在劳动力使用、示范点打造、清洁卫生管理等事项上屡次排斥本村劳动

力甚至僭越村委会的职权，多重矛盾隐伏下的合作社最终迎来“锁门事件”。与之不同，C 村中

的外来资本则主要依靠公安县政府的支持，在经营村庄的逻辑指引下，二者在拆解原有乡村利

益链条的同时构筑了新的利益关系以实现自利性诉求。具体而言，为实现利益最大化，TW 公司

擅自变更土地用途、破坏契约关系以及侵蚀农户权益，导致公司与农户间的矛盾激化。在公司

和农户愈演愈烈的冲突中试图通过牺牲集体利益平息矛盾的 C 村村“两委”，在得不到上级政府

有效支持的同时，最终因 TW 公司的经营失败而成为最大的村庄负债者。

文化嵌入是指经营主体利用及契合乡土社会准则的程度。乡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费

孝通指出:“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 人情) 来来

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29］73 前述案例中，D 村经营主体 ZJX 不仅将农户对土地

的特殊情结纳入利益分配结构，还延续了城郊村长久以来的蔬菜种植习惯。与之类似，Y 村经

营主体 FJX 除了通过代缴提留款以及利益共享的方式充分发掘乡土社会中的“人情法则”，还通

过本地化用工将村民养鸡和种植芝麻的乡土性知识纳入自身经营体系。反观 H 村和 C 村案例，

外来资本构建的差序化关系网络造成了低关系嵌入，并对既有乡土规则与惯例造成破坏。这种

低文化嵌入不仅扰乱了乡村秩序，而且加重了下乡资本的外来性，其结果必然是经营主体难以

在村庄“落地生根”。

4. 3 经营嵌入性的结构及其逻辑

生产嵌入、利益嵌入、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构成了经营嵌入性的重要内容，但不同的农地规

模化经营，其嵌入策略存在差异( 表 2) 。

表 2 不同农地规模经营类型的经营嵌入性结构及其运行逻辑

农地规模化

经营类型
内部经营嵌入 外部环境嵌入 经营嵌入性结构 嵌入难度 经营绩效 运行逻辑

协同型
本 地 化 用 工，

多元利益分配

维持 良 好 关 系，

遵守乡土规则

生产嵌入和利益

嵌入为主
低 高

资本 对 村 庄 有 效 嵌

入，相 互 耦 合，经 营

主体 利 益 与 村 庄 利

益共同实现

重塑型
本 地 化 用 工，

多元利益分配

村庄再组 织，提

升社 会 整 合 度，

维持与村干部良

好关系

生 产 嵌 入、利 益

嵌入以及村干部

关系嵌入

较低 较高

内生 资 本 对 村 庄 的

再整合，重塑村庄结

构，在实现经营主体

利益 后 实 现 村 庄 公

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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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2)

农地规模化

经营类型
内部经营嵌入 外部环境嵌入 经营嵌入性结构 嵌入难度 经营绩效 运行逻辑

悬浮型

土 客 结 合 用

工，让 渡 部 分

利益

维持与村干部及

村 民 的 良 好 关

系，学习与 内 化

乡土规则

生 产 嵌 入、利 益

嵌 入、关 系 嵌 入

及文化嵌入

最高 较高

外来 资 本 积 极 嵌 入

村庄，在维持村庄公

共利 益 后 实 现 经 营

主体利益

谋利型 外部用工
与 村 干 部 建 立

关系
村干部关系嵌入 较高 低

内外关联，实现村干

部利益，损害村庄公

共利益

在协同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经营主体内生于高整合度的村庄社会，这种紧密型的村庄

社会在熟人关系网络中滋生了道德经济，并与人情、面子、担保等机制密切关联。在高整合度的

村庄中，村民普遍自觉遵守乡土规则，维持良好的社群交互关系。该背景下，资本借助对村庄的

有效嵌入得以相互耦合，继而实现经营主体与村庄整体的互惠共赢。其嵌入策略主要表征为生

产嵌入和利益嵌入，即通过本地化用工和多元利益分配，将村民纳入农地规模化经营体系之中，

从而降低监督成本，激励利益各方长期合作，保障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在 D 村案例中，ZJX 属于

土生土长的本村人，村民对其能力和品质有较为深入了解。基于此，他在承包土地中具有先赋

性的信任再生产优势，委信于他的村民也放心将土地流转出去。可见，内生性经营主体在进入

高整合度村庄时不仅嵌入难度相对较低，而且能够实现互惠共赢的规模化经营绩效。

在重塑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由于村庄整合度较低，村民呈“原子化”状态。鉴于此，以利

益最大化作为行动导向的经营主体为达致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一致集体行动，通常需要重塑村

域社会结构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进而为规模化经营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具体实践

中，熟谙“乡土准则”的经营主体需将自身嵌入与村干部结成的良好社会关系网络中，从而为实

现自利性诉求铺垫最佳的嵌入环境。将该重逻辑还原到 Y 村案例中不难发现，经营主体 FJX 借

助本地化雇工和担保人机制在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村民参与的同时实现了自身良好的内部经

营嵌入性，但囿于自身规模经营消解了村“两委”的实体化利益并衍生外部环境的脱嵌性难题，

导致其在经营过程中遭遇较大阻力。因此，在重塑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中，关键在于解决外部

环境的嵌入难题，这也决定了经营主体的行动策略偏向于关系嵌入、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整

体而言，重塑型规模化经营中的内生性经营主体嵌入难度相对较低，受制于外部环境脱嵌性难

题，其经营绩效一般，在实现外部环境嵌入和村庄结构重塑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一定的经营绩效。

在悬浮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中，面对高整合度的“团结”社会，外来资本在说服村民达成合

作时需要承担高昂的对接成本。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外来资本需要通过内化乡土规则和借

助村干部权威说服村民以降低土地流转成本。在此基础上，面临内部经营嵌入性难题的外来资

本为保障农地规模化经营顺利运行，通常采用“土客结合”的用工模式将外地劳动力和本地劳动

力纳入生产环节，并借此平衡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中衍生的内部经营嵌入性和外部环境嵌入性

失衡难题。事实上，村域社会中的农地规模化经营作为兼具经济社会属性的复合型治理场景，

·931·



2023 年第 1 期 公共治理

如果只顾顺应经济逻辑，必然会遭遇各类乡土性问题。为此，外来经营主体还需让渡部分利益，

适时地为村民提供公益保障，在维持村庄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自身利益。不难发现，此类规模

化经营的嵌入性难度最大，需要借助关系嵌入、文化嵌入、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全面夯实农地

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由此生成的经营绩效也相对较高。但在 H 村案例中，CH 根据关系远近

提供工作机会的用工模式，将大多数村民排除在互惠网络之外，同时 CH 试图建立一套脱嵌于

村委会的独立经营体系，这共同导致其经营嵌入性较低。低经营嵌入性最终反噬了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社会运行基础，并使合作社因经营绩效低而难以为继。

在谋利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中，资本下乡具有很强的分利化倾向，包括圈地囤地、非粮化运

营以及套取政府补贴等。由于外来资本嵌入的是自治能力弱化的低整合度村庄，与之对接的多

是被行政逻辑所支配的村干部。在自治能力弱化与行政责任强化的结构性夹缝中，村治主体与

外来资本存在利益关联的结构性空间。换言之，作为承接外来资本下乡的主体性力量，村干部

与外来资本达成一致，其逻辑在于“以前台行政型经纪的角色成功将自己嵌入到合作社组织中

去，以实现身处后台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34］。该背景下，借助非良性关系嵌入村域社会的外

来经营主体为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实现收益最大化，倾向于通过吸纳外部用工、排斥内部

用工的方式进一步巩固规模化经营中的利益获取空间。作为回应，本地人亦会根据“内外有别”

的乡土逻辑排斥外来资本的在地化运行，由此加大外来资本的嵌入难度，基于共谋利益结构所

衍生的经营绩效也相对偏低。在 C 村案例中，借助行政关系嵌入村域社会的外来资本 TW 公

司，其生产环节与村域资源脱钩、经营利润与乡村利益脱嵌以及对村社惯习的背离，严重侵蚀了

自身经营规模农业的村社基础，并使其陷入规模不经济的窘境。

5 村庄对资本嵌入的响应机制

在农地规模化经营中，资本嵌入村庄的过程亦是村庄响应资本的过程。通过将村庄结构解

构为村干部和村民两大主体，试图阐释农地规模化经营过程中经营主体、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

互动逻辑，并据此挖掘作为关键中介的村干部的行为机制以及普通村民的响应策略( 表 3) 。

表 3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村庄响应逻辑

农地规

模化经

营类型

经营主

体来源

村庄

整合度

经营主体

与村干部

关系

经营主

体与村

民关系

村干部

与村民

关系

村干部

动机

动员

话语
立场 机制

村民行

为策略

悬浮型 外来性
高整

合度

积 极 沟

通，村 庄

排他性

村干部作

为中介的

间接沟通

权责

对等

个 人 声

誉、村民

利益、村

庄发展

情感

性

宗族

及村

庄利

益

声 誉 机

制、非正

式 问 责

机制

积 极 参

与 或 有

效拒绝

谋利型 外来性
低整

合度

积 极 沟

通，村 庄

非组织性

村干部作

为中介的

间接沟通

权责

失衡

经 济 利

益、政绩

工具

性

个体

利益

行政化，

程 序 性

避责

被 强 制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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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规

模化经

营类型

经营主

体来源

村庄

整合度

经营主体

与村干部

关系

经营主

体与村

民关系

村干部

与村民

关系

村干部

动机

动员

话语
立场 机制

村民行

为策略

协同型 内生性
高整

合度
有限沟通 直接沟通

权责

对等

个 人 声

誉、村民

利益、村

庄发展

情感

性

宗族

及村

庄利

益

声 誉 机

制、非正

式 问 责

机制

积 极 参

与

重塑型 内生性
低整

合度
有限沟通 直接沟通

权责

失衡

个 人 利

益，政绩

工具

性

个体

利益

行政化，

程 序 性

避责，整

合

关 系 裹

挟参与

5. 1 经营主体、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互动

传统村庄社会的关系模式主要表现为村干部与村民间的二元互动，当经营主体嵌入以后形

成了资本与村干部、村民的三维互动模式。囿于经营主体的外来性和内生性差异，其在嵌入不

同结构的村庄社会时，所生成的三维互动模式亦有所不同。

在农地规模化经营中，资本下乡遭遇困境的关键原因是难以降低与分散农户对接的交易成

本［35］。外来经营主体为降低交易成本，通常会积极寻求与当地权威中介相结合，继而为其谋求

更多的利润创设条件。事实上，村集体介入农地流转恰好能够降低交易履约风险、保障农地流

转有序以及稳定规模经营预期［36］。因此，作为村集体人格化代理的村干部成为桥接外来经营主

体与普通农户的弹性中介主体，并力图通过自身与经营主体的积极沟通在经营主体与村民之间

架起间接沟通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当高整合度村庄承接外来资本时，过度社会化的村庄所

内生的排他性特征在增加外部经营主体嵌入难度的同时，相对密合的村庄文化网络亦会驱使村

干部与村民自觉达成“权责对等”的乡土逻辑关联。具体表现为，H 村村干部具有动员村民流转

闲置土地以发展集体经济的权利，同时有责任维护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中所折损的村民入股

分红权益。

相较之下，进入低整合度村庄的外来资本在遭遇“原子化”村民和非组织化村庄时，摆在其

面前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应对基于自治能力弱化与行政责任强化而衍生的权责失衡的干群关系。

在 C 村案例中，村副主任通过积极动员为 TW 公司实现土地规模流转铺设条件，但放弃与普通

村民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相对失衡的权责关系进一步反噬 TW 公司顺利运转的村社基础。反

观在乡村社会天然具备关系连带和文化衔接的内生经营主体，其在嵌入不同整合程度的村庄时

难度相对更小，继而无需或较少借助以村干部为中介的积极沟通，反而经由直接沟通与村民达

成土地流转合约的成本相对更低。
5. 2 作为关键中介的村干部

村干部作为关键中介参与农地规模化经营不仅是一种协调上下的经济行为，同时还是基于

特定的村庄整合形态生成相应的立场、动机、话语和机制以调适经营主体、村干部与村民三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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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互动的过程。以蔡丽丽和王惠娜等为代表的中西方学者发展了不同村庄自组织形态如何影

响团体精英基本立场和行动逻辑的内隐机制，由此生发的内隐机制具有两重意涵。一方面，作

为同质性团体的宗族组织可以对村干部等乡村精英进行“非正式问责”，通过蕴含其间的道德压

力督促其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37］。换一个角度来看，村干部基于同质性与宗族成员凝聚为高整

合度的关联性团体并形成团体共享的宗族及村庄整体利益规范，共享规范在赋予村干部等团体

精英良好的包含性和嵌套性的同时，还敦促其沿循信任、互惠、合作的情感性逻辑实施自组织治

理。基于高整合度团体的关联性，团体成员以赋予或剥夺道德声誉的方式对团体精英进行奖

惩，使其对自身行为负责并形成道德问责［38］。可见，在高整合度村庄中，受到共同规范规制的村

干部在非正式问责和道德声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通常立足于宗族及村庄整体利益，借助信任、

互惠、合作的情感性逻辑实现声誉维系、村民增益和村庄发展。

另一方面，原子化的异质性团体在剥离团体成员间的包含性和嵌套性的同时使自身衰变为

分裂化团体，由此阻碍共享规范的形成并割裂成员间的合作机制［38］。在低整合度村庄中，缺乏

共享规范约束的村干部在自利倾向外溢、权责对等弱化与行政责任强化的叠加规制下容易落入

“行政借道社会”［39］的运行轨道。换言之，在个体利益驱动和行政问责推动下，以村干部为中介

助推规模农业经营的行政化机制主要表征为: 为了应对压力型体制下一级政治组织( 县、乡) 层

层分解的数量化任务和与之配套的物质化评价体系［40］，村干部行为呈现出政绩邀功与程序避责

的双重特征［41］。在 Y 村和 C 村案例中，强调压力型体制下高压目标输入的村干部偏向对普通

农户进行工具性动员，在由此生成的行政主导农业转型轨道中进一步瞄准经济利益、政治绩效

等自利性诉求的达成。村干部借助与普通村民达成的非正式流转约定和与 TW 公司签订的正

式投资协议实现自身的程序性避责并借此降低规模化经营中的担保风险。
5. 3 村民的响应策略及其逻辑

作为村庄主体的村民群体，其响应策略及逻辑主要受村庄整合度和经营主体的经营嵌入性

策略影响。具言之，在高整合度村庄，基于共享规范而凝聚成关联性团体的村民群体具备强集

体行动能力，并能够据此对嵌入村庄的内外资本做出积极参与或有效拒绝的主动性回应。相形

之下，在低整合度村庄，囿于共享规范缺失而衰变为分裂化团体的村民群体缺乏达成一致集体

行动的有效合作机制，继而难以对经营主体做出积极有效的主体性回应并落入强制参与或裹挟

其中的被动响应轨道。以 H 村为例，3 个村民小组基于集体化时期位于同一生产队的属地化关

联，在形成强自我认同的同时得以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外来资本采取强有力的排斥性集体行

动。而在低整合度的 C 村，面对 TW 公司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侵权行为，基于村干部工具性动

员而被动参与其中的村民群体既难以借助集体行动构筑与经营主体进行协商的公共空间，又难

以借助村“两委”的中介功能获得与经营主体开展间接对话的缓冲平台，最终不得不走向信访的

非常规道路。

事实上，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嵌入与运行亦可被视为村治场域内部的社会事件，经营主体既

通过村民间的社会关联实现自身的经营嵌入，又通过经营嵌入来促进村民间社会关联的再生

产。因此，村民群体既融入在生活化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场景之中，又响应着不同社会关联情景

中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展开来讲，当经营主体凭借良好的经营嵌入性实现与乡村社会的深

度耦合时，作为村治主体的村民群体通常会做出相对积极的回应，反之则会被动消极回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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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村案例中，内生于村域社会的村党支部书记 ZJX 通过本地化用工和多元利益分配实现对村庄

的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含括起初心有疑虑的几家贫困户在内的村民群体则纷纷通过流转土

地、入股和参加合作社务工等形式对 ZJX 经营的种植专业合作社予以积极支持。与之相反，在 C

村案例中，外来性经营主体 TW 公司试图借助行政系统的工具性动员实现对村域社会的低成本

嵌入，却又在实际运行中因为外部化用工、合同违约、侵占土地等系列行为形成与乡村社会的事

实性脱嵌，难以继续借助村干部的工具性动员强制村民参与，反而招致了村民的消极反抗。

6 结论与讨论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

的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

“经营嵌入性”的分析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基于对赣北、赣南、鄂南三个区

域中四种类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案例的田野观察，运用个案分析和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

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的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解释下乡资本

的规模化经营何以成功抑或何以失败的问题。

根据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经营嵌入性”是指农地规模化经营主体嵌入乡村

社会时其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受制于乡村社会内部的结构、文化、利益等一系列因素交互影响

的程度，是衡量经营主体的经济行为在乡村社会能否成功的重要标尺。第二，在实践层面，经营

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则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越好。

经营嵌入性包括内部经营的嵌入性和外部环境的嵌入性两个维度，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

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第三，经营主

体的来源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 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 而村

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越大。第四，从村庄响应来看，高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

公共利益，而村民也有更多的议价能力; 低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个人利益，

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本文认为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有效性不仅仅受

到资本外来性的影响［10］，更受到村庄整合度的制约。同时村庄整合度对规模化经营有效性的影

响主要通过声誉、非正式问责等机制影响村干部的公共理性，并通过信任、互惠等社会资本机制

影响村民的组织化程度、集体行动能力，进而提升其议价能力和可选择性。

我们看到，下乡资本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亦会由于其同乡土社会互动不畅而引发一

系列嵌入性问题，导致农地规模化经营面临诸多挑战，从而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

于本文研究结论，农地规模化经营主体需要重视其社会基础问题，通过不断提升其经营嵌入性

进而提升其经营有效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农地规模化经营主体应主动了解并适时运用通行于乡土社会的各种“传统”。其

一，找准关键人物。即通过寻访村庄老党员、宗族权威、村干部、致富带头人等“政治能人”和“经

济能人”，全面透彻地了解所嵌入村庄的社会结构与礼俗规范。其二，重视人情往来。即在了解

乡土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以及隐藏于其下的社会结构共同构成的“传统”的基础上，

亲自或指派他人参加如婚丧嫁娶、考学考军等各类具有仪式性的社交往来活动以成功进入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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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维护既有的熟人社会圈。

另一方面，农地规模化经营应尽可能不违背村民的需求与利益。首先，构建生产联动、利益

共享的联农带农机制，秉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拉着农民赚”的经营宗旨; 其次，尊重和维

护农民的自主性，预留村庄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以充分发挥其首创精神; 最后，重视村民的生

活体验与实际反馈，并根据其参与效能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嵌入策略。

本研究可能的意义在于，结合嵌入性理论对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关键

因素进行了专门研究，提炼出“经营嵌入性”这一总括性的分析概念，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生产

嵌入、利益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四个不同维度的嵌入性对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的影响。同

时，相较于单一案例或单一区域资本下乡的嵌入性问题研究，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和区域比较，能

够更详细、准确地描述不同资本来源的经营主体面对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时如何处理自身与乡

土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和丰富了嵌入性理论的本土性和实践性。

但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理论维度上，嵌入性理论包含多重嵌入关系，除本文中提到的生产

嵌入、利益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以外，还包括认知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等，只不过根

据案例呈现出的嵌入图景，本文主要从影响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四个关键嵌入维度进行切入; 第

二，过程维度上，资本下乡的农地规模化经营是一个持续性的长期动态过程，包含初始期、发展

期、平稳期、衰退期等不同环节，各个环节的经营目标和嵌入性实践具有差异性，本文仅仅是一

个探索性的笼统分析，后期将分阶段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第三，主体维度上，农地规模

化经营实践的参与主体不仅仅包括规模经营主体、村“两委”及村干部、村民，还受到地方政府政

策环境的制约、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影响，本文仅在微观村庄场域进行分析，后期我们会将分析

场域扩展到镇域、县域等更大的单元，并将政府纳入经营嵌入性问题研究之中。上述三个方面

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构成了后续研究有待推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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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Embedding，Village Ｒespons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ZHENG Yongjun1，ZHANG Qian2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2． China Ｒural Ｒesearch Institut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but scale manag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capital is not always successful． Based on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large

－scale management of rural land in China，this paper refines the concept of“Management embeddedness”

and constructs a“Capital embeddedness－Social response”model，this paper classifies and interprets the

different practices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behavior

logic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embeddedness and village social response． The embeddedness of

management i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large－scal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higher the embed-

dedness of management，the better the effect of large－scal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embeddedness mainly adopts the strategy of production embeddedness and benefit embedded-

ness，whil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mbeddedness mainly adopts the strategy of relationship embedded-

ness and culture embeddedness． In addition，the endogeneity /externality of the main body 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village have an impact on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main body，the latter is more diffi-

cult than the latter，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village，the more difficult the embedded-

ness． At the same tim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responses，village cadres in villages with a high de-

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consider village public interests more，and villagers also have more bargaining

power，village cadres in low social integration degree villages realiz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through collu-

sion of village and enterprise，and villagers are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or be entrapped by the relationship

of endogenous operating subjects．

Key words: large－scale management of farmland，management embeddedness，capital embedding，

villag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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